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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由於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存在著語言上的隔閡，翻譯往往在殖民管治中扮演十分
重要的角色。1842年割讓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在開埠之初便面對著嚴重的管治問
題，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港英殖民政府缺乏可堪信賴的雙語人才，能夠處理好殖民者
與被殖民者的溝通。本文為一龐大研究計劃“翻譯與香港殖民管治”的部分，透
過整理大量原始資料及檔案，重點討論香港開埠初期港英政府裏的一名譯員高和爾
（Daniel	 Richard	 Caldwell ,	 1816-1875）。他背景複雜，身份特殊，精通多種語言，儘
管最初只是一名寂寂無名的法庭傳譯員，但卻做到法庭沒有他便沒法開庭審案的局面，
最終更擢升總登記官以及首任撫華道之職，且遊走於正邪之間，既與上流社會保持密
切關係，又跟汪洋海盜相往來。本文分析港英殖民管治初期的特殊政治、文化及語言時
空，並闡述作為獨特個案的高和爾，怎樣發揮特殊功能，作出重大的貢獻，也產生深遠
影響。
引言：譯者雙面性帶來研究的困難
回顧過去中西翻譯史文獻，我們往往發現一個令人既感慨又無奈的現象，就是，
翻譯人員（不論口譯及筆譯，當然口譯者尤甚）要不是“面目模糊”，就是“面目可憎”。
這現象的構成原因很多，其中最關鍵的，與翻譯工作本身性質有關，往往也因文化保守
主義已成。
我們知道，翻譯本來就是要求譯者隱身的工作，一篇上好的筆譯佳作，讀者判定
的標準，很多時候也是以感受不到翻譯痕跡為圭臬——假如要以譯者註的方法
補充譯文，通常被認為是技窮的表現；而口譯——尤其是同聲傳譯，就更不用明言，譯
者往往隱身現場。1因此，無論於歷史現場還是歷史文獻中，我們都很難找到譯者的身
影。此外，我們都知道，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翻譯研究出現文化轉向之前，過去大家都
只認同原作享有至高無上的地位，譯作被看成原著的重覆、衍生及翻印，譯者因而被看
*	 本文初發表於由台北師範大學主辦“第十四屆口筆譯教學國際研討會”（2009年12月19日至
20日）。會上得到李奭學教授的寶貴意見，在此深表謝忱。本文亦要感謝兩位評審給予的寶貴
意見。而在搜集資料期間，得到研究助理潘芷晴的幫助，在2009年暑假期間每天陪同到香港大
學孔安道紀念圖書館搜集資料，致謝之餘，亦望以此文誌之。最後，感謝香港大學容許海內外
學者共享圖書館資源，沒有他們的慷慨及熱心幫忙，此論文無法完成。
1	 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	Routledge,	1995),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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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是轉換文字的中介人物，因此譯者不像文豪詩人，擠身文苑，享千古不垂的地位，被人
傳頌千秋。譯者站於巍峨的原著面前，有感自我形象低落，固然也不敢要求列入史籍。
除了內在本質，整個社會氣氛亦影響了譯者的地位。譯者的工作，轉換兩種語
言文字的同時，需要充分理解原語文化所表述的內容。在理解的過程中，往往需要跨越
邊界，設身處地把自己代入異國文化、他者的身份（階層、性別、種族）及處境中，作種
種移情想像及了解，然後再以道地的原語表述。在這些臨界的過程中，譯者的工作，帶
有某程度上的雙面特質（dupl i c i t y），兩面迎合，既代表異族，又代表本土文化，因
而無可避免地具備了雙重身份（d o u b l e - i d e n t i t y）。2在很多保守的環境及文
化氣氛下，這種雙面接軌的工作，社會未審先判，譯者好像背負原罪一樣，被看成是
串通敵人的賣國賊、叛逆者、情報人員，甚至被看成是顛覆國家的危險人物一樣。這
些說法，其實只是回應著翻譯理念中最古老的至理明言而已——翻譯即背叛／叛譯
（traduttore	 tradittore	 /	 translator	 traitor）。3譯者的工作，背負著沉重的道德枷
鎖，動輒被人冠以背叛原文的指控，再加上譯者社會地位低微，在長期史料散佚，兼
缺乏論證下，這些圍繞譯者發生的種族、外交、立國建國故事，成為一宗又一宗的歷
史懸案。在西方翻譯史上，要找出這些例子，實在輕而易舉，譬如幫助美國立國（1776
年）後，西征（go 	we s t）對付自己族人的“開國功臣”印第安人口譯者薩卡加維亞
（Sacagawea,	 circa	1790-1812/1884）；4以及帶領西班牙殖民者入侵本國的墨西哥印
第安土著梅麗姬（La	Malinche,	 circa	 1500-1527）等，她們到底是背叛自己同類的奸
細，還是另有苦衷，歷史一直沒有統一的說法。5這裡特別以兩位女口譯者的事蹟開題，
只想說明，在文化史上，女性譯者站於男性譯者面前，往往罪加一等，背負多一重背叛
忠主的疑慮，正所謂“譯事一如女子，信言不美，美顏不忠”。在中國，從春秋時候使用
舌人或象胥的職名，已說明了跟外國同邊地區的“蠻夷”打交道的工作是多麼的不受尊
重；到了晚清中國，在國族及種族主義情緒下，因翻譯活動與外國交接帶來的恐懼及焦
2	 Michael	 Cronin,	 Translation	 and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2006),	 75-116;	 特別是
Chapter	3,	“Interpreting	identity”一章。
3	 眾所周知，這句意大利文的意思是翻譯未能達原文原意。有意思的是，2 0 0 5年荷里活
Hollywood電影The	Interpreter	(導演:	Sydney	Pollack)，就以譯者跨語、跨國、跨種族的身份
遇到種種忠誠及背叛原鄉的故事為主線，放在現代國際政治舞台，帶出這思考。由於廣東話“逆”
及“譯”同音，香港以“叛譯者”作電影譯名，一語雙關導出了電影的玄機。
4	 在美國的教科書及史籍中，她當然是“開國”功臣，因此被刻銘在美元硬幣上。“開國”還
是“出賣同伴”的論述，大抵就如殖民理論所言，不能提供歷史事實，只是讓我們看到發言者
的位置及觀點而已。
5	 這些例子不勝枚舉，見Sherry	 Simon,	 Gender	 in	 Translati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	(London:	Routledge,	1996),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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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就更不用多說，學者在這方面做了很多研究，我不再贅言說明。6
不過，本文希望利用一個產自與晚清時代相若的案例，指出翻譯工作的性質及文
化封閉主義，並不一定導致譯者身份低微、不受社會尊重的負面看法。本文的個案將指
出，在文化史上有些特殊的時空，產生了異樣的歷史條件，前所未有地提昇了譯者地位
及身份，令譯者乘著時代賦予的條件，發揮自己所長，躋身為社會顯貴。這個案出現在
早期香港史上，我們見到的是一位同樣是身份面目模糊，但不少人又覺其面目可憎，但
同時卻又能討好兩面的譯者高和爾。
高和爾的生平
關於高和爾的事蹟，散見於多件轟動早期香港的重大事件中，諸如政府
官員貪污嚴重、《中國之友》（Friend	 of	 China）新聞自由、東華三院成立史、共濟會
（Freemasonry）在遠東活動等等。因此，研究香港“開埠”期的歷史學者，大都對高和
爾的名字略有所聞，不致完全陌生。7有趣的是，根據早期香港文獻所示，除了高和爾
名稱外，本地市民更多稱他的另一綽號高三桂（Samkwei）及高大人。8顧名思義，稱他
為高三桂，就是影射他與崇禎年間臭名昭彰賣國賊吳三桂一樣，引清兵入關，背叛自己
的族人。這種類比，反映了社會對翻譯工作的不安與恐懼，由於翻譯工作能與外國溝通，
因而帶有通敵賣國的嫌疑。不過，在下文我們即將看到，高和爾是歐亞人（Eurasia），
那麼，指他高三桂，到底是指他背叛聘請他的忠主歐洲人——英國政府？還是背叛了
6	 Lawrence	 Wang-Chi	 Wong	 王宏志,	 “From	 ‘Controlling	 the	 Barbarians’ to	 ‘Wholesale	
Westernization’:	 Translation	 and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40-1919,” eds. ,	 Eva	 Hung	 and	 Judy	 Wakabayashi,	 Asian	 Translation	 Traditions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	2005),	109-134;	Lawrence	Wang-Chi	Wong,	“The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in	 the	Opium	War	between	Britain	and	China,	1839-1842,” ed. ,	Myriam	
Salama-Carr,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Conflict	 (Amsterdam	 &	 New	 York:	 Rodopi,	
2007),	41-57.
7	 E.J.	Eitel,	Europ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Year	
1882.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61);	G.B.	Endacott,	A	Biographical	Sketch-
Book	of	Early	Hong	Kong	[此後,	BKB]	(reprint,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Christopher	Munn,	 Anglo-China:	 Chinese	 people	 and	 British	 Rule	 in	Hong	Kong,	
1841-1880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魯言：《香港掌故（第二集）》
（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79年）；葉靈鳳：《香海浮沉錄》（香港：中華書局，1989年）。
8	 Gt.	Brit.	Colonial	Office,	Hong	Kong,	1858	(CO	129/74,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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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服務對象亞洲人——香港市民？還是兩頭蛇，兩邊討好，兩邊欺瞞？9而稱他為“
高大人”，充分反映了市民對他的景仰外，也代表了他官位亨通，成為了市民既仰望又懼
怕的人物。高和爾能夠成為香港社會重要的人物，完全以口譯者（interpreter）的身份
擠身歷史舞台，可惜的是，過去的研究者卻從來沒有從翻譯研究角度探討他的業績，甚
至以此回看香港早期史本身，10這實在令人感到遺憾。
高和爾像大多數傳譯者一樣，生平資料並不完整。歷史學者一般相信，高和爾生於
1816年大西洋上的聖赫勒拿島（St.	Helena），因島上極多混種人，因此有說高和爾是非洲
及白人的混血兒。11後來曾到新加坡短暫居住，跟隨英商，一直擔當文職工作；1834年
離開新加坡後，來到廣州（Canton）尋找機會，因手持著名渣甸洋商勿地臣先生（Mr.	
Matheson）的介紹信，輕易地在廣州的英洋行受聘為簿記。直到1838年，因與上司發
生齟齬離去，返回新加坡。根據後來在香港出任第一位裁判司（Chief	 Magistrate）
的Wi l l i am 	 Ca i ne（威廉堅）的記述，得知他1840年履新香港之時，兩人從新加
9	 有關翻譯與道德議題的參考文獻甚多，其中可看Theo	Hermans,“Translation,	Ethics,	Politics,”	
ed.,	Jeremy	Munday,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2009),	 93-105;	Anthony	Pym,	 ed. ,	The	Return	 to	Ethics.	 Special	 Issue	 of	The	Translator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2001);	Sandra	Bermann,	Michael	Wood,		eds. ,	Nation,	
Language,	 and	 the	 Ethics	 of	 Translation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10	 早期香港史的研究，就研究者採取視點、方法而言，一直分為兩極端。第一類為來自英國的歷
史學者，如早期E.J.	 Eitel、G.B.	 Endacott；近年的Carl	 Smith、Christopher	 Munn等，以及
對香港司法有重大貢獻的大法官Norton-Kyshe橫跨香港早期歷史的法庭文獻；另一類為香港掌
故式的描述，如葉靈鳳、魯言、林友蘭一系列有關香港史話。當中的問題不少，James	William	
Norton-Kyshe、E.J.	Eitel、G.B.	Endacott、Carl	Smith、Christopher	Munn等學者，並不涉
獵中文文獻；而史地式掌故的描述，多是歸納前述早期英國學者敘述而來；也因這類書籍讀者
對象為市民，寫得生動有趣之餘，卻很少追蹤前人引用的資料、政府檔案或官方紀錄。本文在
研究高和爾的時候，即發現這分裂現象頗嚴重。
11	 高和爾否認此說，但官方文獻，特別是港督寶靈（Sir	 John	 Bowring）在1858年寫給英國政
府的密函，而當時政府內不滿高和爾的人，都強調此事；蓋這點當時可以被看作對血統、種族
對英國國家及政府忠誠的重要關鍵，亦即是本文要探討譯者立場是否忠實可靠的重要線索。見
Daniel	 Richard	 Caldwell,	 A	 Vindication	 of	 the	 Character	 of	 the	 Undersigned	 from	 the	
Aspersions	 of	 Mr.	 Thomas	 Chisholm	 Anstey	 (Hong	 Kong:	 Noronhag	 Office,	 Oswald’s	
Terrace,	 Wellington	 Street,	 1860);	 Sir	 John	 Bowring的書信，Gt.	 Brit.	 Colonial	 Office,	
1858	(CO	129/68)，12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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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啟航到舟山群島同坐一條船上。12由於高和爾熟諳多種語言，包括馬來語、印度斯
坦語（Hindustani，即北印度語）、葡萄牙語以及廣東話，威廉堅推荐他到成立不久的
殖民政府工作，從此變成英殖民政府公務員，開展了不平凡的一生。
高和爾於1843年1月19日加入香港政府工作，初以每年400英磅（下同）工資當法
庭傳譯員（interpreter	 to	 cour t），同時在威廉堅擔任裁判司的裁判司署內，以英
磅年資325當口譯。13從1847年起，除擔任口譯員外，他又開始在政府內擔當各式各
樣超越翻譯的工作，如兼任Assistant	 Superintendent	 of	 Police一職（現通稱：助警
司），1849到1854年起並兼替警察徵收費用。1856年擢升至香港政府第五任總登記官
（Registrar	 General），任期達6年之久，一直到1862年，14負責人口登記、人口調查、發牌
等工作；在第四任港督寶靈（Sir	 John	 Bowring，1792-1872）擔任港督期間(1854-
1859)，寶靈更特於1856年增設Protector	 of	 Chinese（時謂：撫華道）職銜（有說是
第二任總督戴維斯(Sir	 John	 Davis)先有此意願增設此職，但一直胎死腹中），15並列
於總登記官階之右，突出了翻譯需要處理語言轉換的工作之外，更需要的，是處理及調
解華人事務的功能。而委派高和爾擔任此職，也彰顯了高和爾本人善於與華人溝通的
優點。
1857年起，高和爾一生出現了驚人的跌宕，起因是失意於英國政壇而被遠調到香
港擔任Attorney	General（今通譯：首席檢察官）的Thomas	Chisholm	Anstey（下稱
Anstey）認為，殖民政府內官員權職責不清，政府欠監察機制，貪污舞弊時有發生，發
動影響香港政府管治史長達5年的訴訟，令當時忙於英法聯軍入侵北京、並欲佔據九龍
半島的英國政府疲於奔命：一方面要應付國土拓張紛擾的外交事情，另一方面又要處
理這個蕞爾小島上各種各樣的管治問題，甚至可能只是官員間的勾心鬥角、互相攻揭
事情。Anstey最不滿的是，威廉堅、高和爾以及裁判司Dr.	 William	 Thomas	 Bridges	
等結黨營私，特別是當年已身為總登記官又兼任撫華道，同時常常出現最高法院及警署
法庭擔當業餘口譯員於一身的高和爾，居然被警察發現他與著名海盜Wong	Ma	Chow（又名
Wong	A-kee，一般譯為黃墨洲）有金錢上的瓜葛，懷疑他與海盜勾結，受賄行賄，甚至
12	 威廉堅(William	Caine)；他在1841年4月30日成為港英政府首任裁判官，並同年8月9日建立香港第
一支警隊。威廉·堅恩又兼辦管理香港監獄事務，直至1859年9月離任，共服務18年，歷五朝
港督，並曾任署理港督。關於威廉‧堅的資料，可參考G.	B	Endacott,	BKB,	60-65,	“William	
Caine”一章。
13	 Gt.	Brit.	Colonial	Office,	The	Bluebook,	1844,“Civil	Establishment,”	(CO	133/	1),	70-71.
14	 Deputy	 Colonial	 Secretary	 G.C.	 Hamilton,	 Heads	 of	 Department	 In	 Hong	 Kong	 1841-
1964	(Hong	Kong:	Hong	Kong	Government,	1965年),	50;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Government	Notification,	no.	121,	22	Nov	1856.	
15	 Gt.	Brit.	Colonial	Office,	Hong	Kong,	1882	(CO	129/202,	1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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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揭發一系列懷疑高和爾瀆職的事情，包括以權謀私，負責發放牌照，卻經營妓院，
甚至包娼娶娼，無法無天。Anstey的指責，出發點是為了社會公義，但從他的指責，不
免帶有白人優越種族意識。在他的彈劾報告內，強調高和爾為混血種，指他不值得信賴
外；更指高和爾的太太為華人，暗指白人與華人異族通婚有破壞白人統種高貴之嫌，又
強調她為妓女，出身寒微，以此攻擊高和爾人格及誠信。固然，高和爾身為政府高官，以
權謀私，無論動機何在，本身亦涉及了利益衝突。16	
Anstey為了表示對港英政府和高和爾不滿，在香港彈劾不遂後，撰寫一封致英
國政府公開信到《泰晤士報》（Times）上，揭發香港殖民政府施政混亂，官員貪贓枉
法，17並高調辭去太平紳士（Justice	 of	 the	 Peace）一職，表示不欲同流合污，特別
是恥與於1856年已為太平紳士的高和爾為伍。18在這次事件中，高和爾撰寫了自辯文
章，在文中披露不少個人事蹟，雖有歷史學家認為文件內也有與史實相異的事件：19但
無論如何，因這為這篇文章，時人及後人才得以更了解這位身世成謎的譯者。20英國政
府曾兩次干涉這次政治事件，要求香港立法局開庭，並曾撤換港督要求重新調查公務
員是否瀆職（civil	 service	 abuses	 inquiry）。當時的《倫敦與中國電訊報》（London	
and	 China	 Telegraph）也有報導，指香港高層官官相衛，結黨營私，報導用詞辛辣；
實際矛頭是指向英國本土同屬保首黨的英國首相Lord	 Palmerston（1840年為外相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 ;	 1855為首相）指他們若不處理，則包庇下
16	 見上註8外，也可參考Christopher	 Munn,	 “Colonialism	 ‘in	 a	 Chinese	 Atmosphere’:	 The	
Caldwell	Affair	and	the	Perils	of	Collaboration	in	Early	Colonial	Hong	Kong,”	eds. ,	Robert	
A.	Bickers	and	Christian	Henriot,	New	Frontiers:	Imperialism’s	New	Communities	in	East	
Asia	1842-1953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0),	12-37.
17	 Thomas	Chisholm	Anstey,	Crime	and	Government	at	Hong	Kong:	A	Letter	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	Newspaper:	Offering	Reasons	for	an	Enquiry	into	the	Disgraces	Brought	on	
in	the	British	Name	in	China	by	the	Present	Hong	Kong	Government	(London:	Effingham	
Wilson,	1859).
18	 James	William	Norton-Kyshe,	 The	History	 of	 the	Laws	 and	Courts	 of	Hong	Kong	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to	1898	(Hong	Kong:	Vetch	and	Lee,	1971)	vol.1	[此後，Norton-Kyshe,	
HLCHK],	408.
19	 G.E.	 Endacott認為Caldwell此書不完全可信，特別指文中Caldwell記述自己於1840年來香港，
並在船上認識堅吾將軍一事，Endacott認為當時香港還未割讓給英國政府，不可能稱這為香港；
此外，堅吾當時也未成為將軍。見Endacott,	BKB,	95.
20	 Daniel	 Richard	 Caldwell,	 A	 Vindication	 of	 the	 Character	 of	 the	 Undersigned	 from	 the	
Aspersions	 of	 Mr.	 Thomas	 Chisholm	 Anstey	 (Hong	 Kong:	 Noronhag	 Office,	 Oswald’s	
Terrace,	Wellington	Street,	1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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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更重要的是，當時英國本土政治分為兩派，一為重本土及歐洲事務；另一派為當權
的海外遠東擴張派，高和爾一案，除了動搖香港管治問題，更直搗英國內政問題。21
最後，Anstey控告高和爾的八項罪狀，四項入罪，高和爾被撤職，而所有涉及這案
的重要官員，仕途及官運都受影響，甚至Anstey自己，為英國政府認為他在證據不足下
惡意中傷政府及重要官員，構成誹謗。但這事件在香港史上一直成為懸案，有歷史學家
認為高和爾實含冤受枉，一方面因為殖民地成立初期政府架構重疊，官員權責界限本
來就不清晰，當時以特權買賣土地，並不是高和爾一人。另外的是，在高和爾長達15年
服務中，不斷受港英政府加官進爵之餘，又特受英國政府賜予獎金嘉許表揚，22如果高
和爾需要負上責任，則英國政府亦需要負上責任。而最令人不解的是，當高和爾被政府
辭退後，卻戲劇性地又被繼續任用為不同部門的翻譯，令人懷疑英國政府及港英殖民
政府判斷的合理性。
高和爾除深受同輩愛戴外，23在他受醜聞困擾時，有多達918位華人居民，打破沉
默，上書要求政府繼續任用高和爾，24這在當時華人屬“賤民”的社會結構而言，數百
名華人不怕“官府”森嚴而願意請願上書，這也實在值得重視。他深受華人市民愛戴的
其中一件事例，直接促成香港首間民辦慈善醫院——東華三院的誕生。當時華洋雖然
共處一個社會，但風俗不同，儀禮各異。華人即使生病，寧願到義祠求醫，然而，義祠
醫療環境並不理想，當有病患暴斃的情形，高和爾便會隨同政府檢屍官到場，了解死亡
原因，高和爾在執行職責時，除了為政府驗屍官充當翻譯，查問死者有沒有傳染病癥，
以及有沒有曾接觸死者外，更難得的是，他隨後自掏腰包，拿出殮葬費吩咐華人殮葬死
者。25他深得民心，也許並不是無因的。當然，不可以不考慮的是，高和爾為共濟會重
要成員，26同時為倫敦傳道會的基督徒，他及他的太太（Chan	 Ayow）對教會及社會的
善行不少，曾以半價把港島地皮賣予教會作捐獻，同時收養十多位孤兒，其中一位嫁予
影響香港社會深遠的牙醫關元昌，因此，高氏兩夫妻善行，才不致埋沒。27兩面人高和
21	 London	and	China	Telegraph,	27	April	1860.
22	 Norton-Kyshe,	HLCHK,	286.
23	 Norton-Kyshe,	HLCHK,	587.
24	 Gt.	Brit.	Colonial	Office,	1859,	(CO	129/73,	214-218).
25	 見“Chinese	Hospital	Case,”Hong	Kong	Daily	Press,	26,	29	April	1869.
26	 共濟會檔案內無法找到高和爾詳細生平資料。不過，共濟會成員一般認為高和爾是受冤的，見
Christopher	 Haffer,	 The	 Craft	 in	 the	 East	 (Hong	 Kong:	 District	 Grand	 Lodge	 of	 Hong	
Kong	and	the	Far	East,	1977).	在此感謝英國共濟會圖書館館員Peter	Aitkenhead賜教。
27	 關肇碩、容應萸：《香港開埠與關家》（香港；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Susan	 Hoe,	
The	 Private	 Life	 of	 Old	 Hong	 Kong:	 Western	 Women	 in	 the	 British	 Colony,	 1841-1941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65,	69-70,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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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到底是貪污舞弊，還是劫富濟貧，這在香港史上，一直爭議不休。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要從翻譯研究角度探討高和爾，就必須扣著他身為譯者的
職責、以及因譯者身份賦予而來的社會角色及任務；更重要的是，將他置回當時香港的
歷史時空及殖民語境。從殖民論述而言，近年已改變過去的理論框架的模式，不再截
然二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the	 colonizer	 and	 the	 colonized）的關係，把他們放在天
秤兩端；殖民者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被殖民者則是蟻民。近年學界即開始了解，殖民
者培養出來的中間人（go-between）如買辦、商人、華人精英等中間階級。28事實上，要
討論中間人，如何能避免翻譯呢？正如研究殖民地法律學者Lauren	 Benton所言，翻
譯的重擔，一開始已橫越整個殖民時空內。29異質的社會空間，讓不同文化相遇、對
碰，產生了非對稱的支配及權力附庸關係，30而在異文化產生接觸、碰撞的時候，翻
譯必成為中介，然而翻譯在接觸域對權力所產生的效果，是抵抗權力、挪用權力作用、
還是顛覆權力，則有賴我們進一步分析。31譬如香港的情形，高和爾能從寂寂無名的
普通簿記文員，憑藉一般人認為平平無奇的語言技能，瞬間成為政府倚重的顯貴
高官，受人景仰的太平紳士，實有賴於這個殖民環境，讓歷史傳統交錯，產生了文化及
翻譯接觸域（contact	 zones/	 translation	 zones）。殖民時空，讓譯者成為文化中介人
（cultural	 mediator），32讓他們發揮自己的“文化資本”，以語言作為影響社會權力的
籌碼，溝通上下，影響殖民政府管治，窒礙政府各部門訊息傳播，甚至顛覆了殖民者至
高無上的權力。33這樣的一個案例，足已改變了我們過去對翻譯工作的認知，認為翻譯
28	 Keith	 David	 Watenpaugh,	 Being	 Modern	 in	 the	 Middle	 East:	 Revolution,	 Nationalism,	
Colonialism,	 and	 the	 Arab	 Middle	 Class,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Carl	T.	Smith,	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Hong	Kong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29	 Lauren	Benton,	Law	and	Colonial	Cultures:	Legal	Regimes	 In	World	History,	1400-19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6.
30	 Mary	Louise	Pratt,	Imperial	Eyes:	Studies	in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2),	4.
31	 Emily	 Apter,	 The	 Translation	 Zone:	 A	 New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32	 Benjamin	 N.	 Lawrance,	 Emily	 Lynn	 Osborn,	 Richard	 L.	 Roberts,	 Intermediaries,	
Interpreters,	 and	Clerks:	African	Employees	 in	 the	Making	 of	Colonial	Africa	 (Madison,	
Wis. :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6.
33	 Raymond	 Kennedy,	 “The	 Colonial	 Crisis	 and	 the	 Future,”	 ed.,	 Ralph	 Linton,	 The	
Science	of	Man	in	the	World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5)；Román	
Alvarez	 and	M.	Carmen	Africa	Vidal,	 Translation,	Power	 and	Subversion	 (Cleved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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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搬字過紙的文字匠，或是社會低微“舌人”。
早期香港政府的譯者任用及負責工作
不難想像，英國殖民者初到香港之際，即需要面對一個極大的難題，就是如何去
管治一個與他們自己的語言和文化均有重大差異的民族。不用明言，殖民者從施政、行
政、執政，甚至到更基本的生活層次，都需要本地人幫忙，要本地人替他們處理，就需
要翻譯幫忙。富有殖民經驗的大英帝國，實在沒有理由不知道。然而事實是，明白這顯
淺道理是一件事，能否因實際情形而找到理想的官員輔政，特別是翻譯人員，是另一碼
子的事。只要我們回看高和爾的例子，也許已足夠說明，在他前往舟山船上途中遇到來
港履新的政府要員，即馬上被羅致到政府工作，這根本反映了港英政府對翻譯人員求才
若渴，要從四方八面招攬譯員的決心，這也說明了香港政府深切了解到，翻譯是有效管
治香港的成敗關鍵。不過，因種種實際的情形及困難，政府內一直欠缺足夠譯員，成為
實行有效管治施政的障礙。
眾所周知，香港於1842年8月29日《南京條約》正式割讓給英國，隨著英國於1843
年4月在英國國會宣佈香港為殖民地，同年6月26日正式宣佈委任港督後，所謂的港
英殖民政府才開始出現。從1843年起到1860年，即英國擴張到對岸的九龍半島前，可
以謂之初生期的政府，34只要我們細心分析殖民政府向英國報告香港行政大小事項
的bluebook、港督及他的官員定期向英國負責殖民者事務大臣及殖民署（Colon ia l	
Office）的手書及密函，我們便可以了解政府因應社會需要而釐定的施政藍圖。翻查
bluebook內的文官任用與政務編制（civi l	 establ ishment）表，以1844年的初生期政
府為例，整個政府內，當中名為譯員的，只有高和爾一人，而整個政府架構有70人，35當
時香港人口大概有5600多人。36高和爾被放於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及裁判司署
當傳譯，37傳譯的語言為廣東話、馬來語、印度坦司語及葡萄牙語。1人去應付內部70人
的政府，以及對外若6000人的整個香港社會，實在沒有可能。
Philadelphia	: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6).
34	 香港Deputy	Colonial	Secretary	G.C.	Hamilton	編製，Heads	of	Department	 In	Hong	Kong	
1841-1964	(Hong	Kong:	Hong	Kong	Government,	1965)，特別是序言部份。
35	 Gt.	Brit.	Colonial	Office,	Bluebooks,	Hong	Kong,	1845,	(CO	133/2,	page	55-99).
36	 香港開埠之年的人口在不同的資料中有異，最多被人引用的是發表在《中國叢報》上的資料，
說有5600人；亦可參考香港政府檔案，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1841-1930,	3rd	ed. ,	 (Hong	Kong:	Noronha	&	Company,	Government	Printers,	
1932).
37	 Gt.	Brit.	Colonial	Office,	Bluebooks,	Hong	Kong,	1844,	56	(CO	133/1,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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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一定明白以這樣的官員編制去執政及施政是沒有可能的，因此致力改善問題。
在1844年後，文官任用與政務編制名單上，擔任譯員的人逐漸增多起來：1845年起，高
和爾外，增添了J.A.	 De	 Jesus，38負責傳譯西班牙語、葡萄牙語、馬來語、印度坦司語、
緬甸語；工資為312英鎊；官職為裁判司署的文員（clerk）。1846年，高和爾及J.A .De	
Jesus外，政府又聘請到Ibrah im加入政府海事裁判處工作（Marine	Magistrate’s	
Office），39專門負責印度語英語的翻譯，年薪為37英鎊。而同年，即1846年2月24日
起，後來知名漢學界、對漢語音標建樹良多、對廣東話深有研究的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時為上尉，後來被封為爵士），開始加入政府工作；當年他被委任工作
的部門，即為最高法院，負責漢英及英漢傳譯，年薪為405英鎊。
從這裡可以看到，早期的殖民政府內的通譯人材，並不限於中英雙語翻譯，更有不
少負責翻譯馬來、北印度語、葡萄牙語；而更重要的是，這些譯員全部都是外國人，而
更值得強調的一個情形是，英國人的譯員工資比其他種族較高。40這現象，跟香港社會
結構有重大的關係。早期香港的人口種族結構，可以說比後來紛紜很多。在早期香港
社會除了英國人、原著在香港這個小島的村民、廣東來的華人外，更有印度人、美國人、
葡萄牙等。更多印度人到香港，是早年受聘東印度公司，後受聘英國政府，如伴隨英軍
1841年1月21日占領香港，在現在稱為西營盤地方（史家一般稱為possession	point）揚
起英國旗的就是印度人。41此外，香港“開埠”後，警備不足，一直是依靠孟買及印度北
部塞克教徒招來警察幫忙。42此外，當時亦有大量自東印度公司來港，富甲一方的印度
商人，願意以香港這個接近廣東商貿中心的樞紐，買地營商。至於需要葡萄牙語譯者的
需要，固然是因為香港跟葡萄牙殖民地澳門毗鄰，從香港開埠前，到香港正式開埠，英
國心裡的假想敵，就一直是葡萄牙，因而在開港後，英國官員（如義律）便立刻於1841
年6月17日寫信給於澳門設置商行的英商（如怡和渣甸、勿地臣公司），提出種種優惠，
希望英國人盡快從澳門遷來香港這個“自己”管治的土地上。43
事實上，如果說在文官任用與政務編制表內找不到很多處理跟華人有關的翻譯
事務，這是不對的；因為高和爾及威妥瑪都是處理華語（高和爾懂廣東話，威妥瑪懂
38	 Gt.	Brit.	Colonial	Office,	Bluebooks,	Hong	Kong,	1846,	(CO	133/2,	82).
39	 Gt.	Brit.	Colonial	Office,	Bluebooks,	Hong	Kong,	1846,	(CO	133/3,	108).
40	 已翻查各英國檔案，未能找到J.A.	 de	 Jesus及Ibrahim記錄，從兩人的姓氏來看，應不屬英籍；
從他們居港工作時期來看，推測他們也只屬過境性質。
41	 Barbara-Sue	White,	Turbans	and	Traders:	Hong	Kong’s	Indian	Communitie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4.
42	 這現象到了第八任港督John	Pope	Hennessy上任	(任期由1877年至1882年)	香港嚴重缺乏警力
的情形，才開始改善。
43	 Norton-Kyshe,	HLCHK,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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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話及官話）有關的翻譯工作；另一方面，在1841年起，殖民政府架構未完備之
年，英國人已特聘了費倫（Samuel	 Turner	 Fearon）作第一任的總登記官（Registrar	
General），年薪625英鎊，這官職早期不一定需要懂華語才能任用，但費倫Fearon本
身懂華語（廣東話），44因此，在政府內，相信他個人也會具體處理華語及華人相關的
事務。45而另一個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即使沒能稱作傳譯或翻譯人員的，在政府官階
的另一層地位相對低微的，但實際也是處理華語相關事務，協助大量的文書工作，
這一官階，就是文員及華人文員。我們知道，以英國人為管治核心的政府架構內，
外國人不一定需要懂雙語，只要這些文員能執行上司的吩咐、滿足日常的文書工作要求
即可。而在眾多的文員內，其中一位A.K	 Inglis值得我們注意，他在1844年加入政府，到
1845年，都是在海事裁判司署作文員，年薪為182英鎊，而他是懂廣東話的，46可以相
信，他也需要處理涉及翻譯的事情。另一方面，華人能擠身在殖民政府工作，直至21世
紀60年代香港出現本地化之前，華籍員工都需要良好英語水平才能在政府工作；在19
世紀早期的殖民政府，就更不用明言了。因此我們肯定，一批在1843年起開始擔
任 文員的華人，一定懂 英 語，才 能 與 殖 民 政 府內的其他官員溝通。這一批
華人文員：Fong	ching	che、Fong	York	tune、Ing	Tong	Shang、Keo	kiteh、Liu	Yu	
Hane能操雙語，由教會推薦才能進入政府工作，他們大多數是來自Robert	 Morrison	
Society推許。47只是，他們當時的職級即使與西人文員齊名，但薪水卻遠遠比洋人低，
如Fong	ching	che領的是50英鎊、Fong	York	tune	為37英鎊	、Ing	Tong	Shang則
是52英鎊等。這裡可能透露出一個問題，公務員內的華人譯員，即使與外國公務員負責
同等的翻譯工作，但薪酬較低，昇遷機會也小，難以擔上翻譯官及其他管理階層。這情
形可以說到了1847年才得以改善，因為在這一年，華人終於能當上翻譯員官階層。
只是，任用華人，本來就不是殖民者真心看重華人，而給予華人機會的事情，不要
說公務員本身的工作敏感，更重要的是，翻譯工作是洞悉先機，了解政府政策及傳達政
府政策的前線人員；英國政府更不會輕易把此重任交給華人去做。特別是，在首兩任
總督管治期間，發生了不少與翻譯尤關的重大事件，讓香港政府險被誤譯“出賣”，被
譯者“背叛”了政府利益及立場，令香港管治階層名譽盡喪，殖民政府差點癱瘓。這些
44	 見拙作：〈翻譯與知識建構：香港首任註冊官及倫敦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London）首
任漢學教授Samuel	 Turner	 Fearon	 (1819-1854)	 〉，發表於“印刷出版與知識環流——16世
紀以後的東亞國際學術研討會”，主辦日本關西大學東亞文化交涉學教育研究基地，2010年10
月29-31日。
45	 Gt.	Brit.	Colonial	Office,	Bluebooks,	Hong	Kong,	(CO	133/2,	76).
46	 Norton-Kyshe,	HLCHK,	1857,	428-9.
47	 Gt.	Brit.	Colonial	Office,	Hong	Kong,	1843,	(CO	129/2,	435-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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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多不勝數，譬如第一任港督砵顛乍（Sir	Henry	Pottinger）上任不久，他就要面對
南京條約附屬條款（又稱虎門條約）中英版本有異的情形。此事先經法文西報Journal	
des	Debats率先報導，又經英國報章傳達社會階層，令英國政府頓覺顏面無存，國體受
辱。當時甚至有輿論認為，負責翻譯英國文書的譯者受中國賄賂、收賣。48再加上戴維
斯上任後，又再次出現誤譯產生民怨的情形，令英國及殖民政府終於明白，翻譯、華語、
與華人溝通，是一系列相關並互相牽動政權的事情。
戴維斯（任期：1844年-1848年）上任後（1844年5月8日），便立刻實施了多項
政策，目的是整頓剛成立的香港政府。特別是第一任港督砵顛乍為軍人出身，治港
之年（1843年-1844年）對施政一竅不通，管治方面乏善可陳。49有見及此，英國派來
熟悉中國民情、中國事務的戴維斯來港。戴維斯是有名的漢學家，他來香港上任之
前，已翻譯了大量中國文學作品到英語世界，當中包括《好逑傳》（1829年）及《漢宮
愁》（1829年）；此外，他曾陪同阿美士德勳爵（Lord	 Amherst）出使中國，又在1832年
獲遴選為東印度公司在廣州的特別委員會主席，主理公司的在華貿易業務，並在這些工
作中，記錄了他對中國人風俗的觀察及分析，如《中國人：中華帝國及其居民概述》（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its	 Inhabitants）。50戴維斯
剛上任不久，即由立法會通過多項條例，其中一條最引起爭議的是在1844年8月21日通
過，51定於11月1日起規定每位香港市民（包括洋人及華人）每年需要到登記官報到並
登記一次，同時付人頭稅（洋人收五元，華人收費一元）購買一張登記證（像今天的身份
證），辨別自己身份。管理人口本來就是政府需要擔當的工作，52而戴維斯更明顯的動
機，則是利用登記及徵收稅款，加強香港治安，提昇社會安寧秩序，因為當時香港警力
不足，洋商或有名望的官員常常失竊。戴維斯本來認為，登記可恐嚇及驅逐不良分子出
境，讓壞人不要覺得香港是犯罪的天堂。可惜的是，這次立例卻招來嚴重反效果，一方
面是洋人認為這是不合法，有違他們在英國一直享受“有代表才有徵稅”的權利；此外，
他們認為，條例本身是針對香港治安不靖而來，向白人收人頭稅證明他們是良民，這
48	 由於篇幅所限，本文不能細述原委，只可以說，翻譯在早期影響管治的角色，舉足輕重。詳請
可參考Eitel,	Europe	In	China,	198及Norton-Kyshe,	HLCHK,	43.
49	 Norton-Kyshe	認為他施政倉促，立法隨意，見HLCHK,	50.
50	 John	Francis	Davis,	The	Chinese: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its	
Inhabitants.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36).
51	 有關登記人口條例（Regis t rat ion	 Ord inance），初刊在1844年10月19的The	 Fr iend	 of	
China	and	Hongkong	Gazette。
52	 此建議並不是戴維斯初發，翻查記錄，可以追索到1844年3月9日；此外，為了應付人口登記的
工作，政府的Census	and	Registration	Office	在1845年1月1日成立。Norton-Kyshe,	HLCHK,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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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是對白人的侮辱。53
徵稅本來就是一件難以討好的事情；在華人方面，更因為譯文錯誤，爆發了百業
總罷工。刊登徵人頭稅的中文譯文，把本來每年一次的登記，誤譯成每月繳納一次。54
華人認為殖民者通過徵收苛捐重稅剝削華人，於是從商家到苦力轎夫，從上到下全體
罷市，甚至有水陸工人，於法例生效前一天集體離開香港，返回中國大陸，以示不滿。
這次罷工從10月31日起，維持了三個月。政府見事態嚴重，急於修例補救。這事讓殖民
政府意識到，翻譯具有的潛在顛覆能力實在不能再置於不理；再加上，這事暴露了殖
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存著巨大的鴻溝與誤解，已到了不容再漠視的階段。
事實上，一篇誤譯可以為社會帶來了如斯巨大的衝突，可以看到社會上積存了
極大的不滿及怨懟，特別是華人久久壓抑對殖民者的不滿心情。可以肯定的是，這些不
滿，一方面是語言不通帶來的溝通障礙，被管治的中國人不懂英文，管治者大多不懂
中文，兩邊無法溝通；另一方面是，這道鴻溝，本來就因施政者歧視華人的政策帶來的
惡果。因為在香港“開埠”不久，英國人便在香港實行區隔政策，讓當時的華人及洋人，
生活在兩個世界之中。
在中英官方正式因鴉片戰爭簽署《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前，英國已於1841年
占領香港，由英國商務監督(Plenipotentiary)義律(Charles	El l iot)和海軍司令伯麥
(Bremer)，私下與清朝欽差大臣琦善於1841年1月20日訂立《穿鼻草約》。後來中英兩
國對此條文及安排均不滿意，後簽訂《南京條約》後，耆英於1843年到港換約、以及處
理條約其他細節，如虎門條約，此後，香港才正式割讓給英國。然而，《穿鼻草約》後，
義律開始島上大興土木，當時，很多在廣東生活的英國人，以及在澳門生活的英商及外
國人（特別是葡萄牙人），都紛紛跑來這小島，開拓新生活及尋找新商機。固然，從中國
各地來謀生的華人也為數不少。為了方便管治，殖民政府將全島劃分不同區域，著力發
展及開拓香港島現在稱為中西區一帶（今稱為中環、上環、半山及灣仔）作行政、營商、
及商販賣買的市集，同時開拓半山區成為西人居住的地方，把華人置於香港島的東西
兩端，實行變相種族區隔聚居政策。西人聚居及生活的地方，嚴禁華人出入。這樣做的
目的，是為了保障英國人的利益及安全。如上文所說，開埠之初，香港治安惡劣，常受
海盜及強盜騷擾，加上警備不足，當時整個島上只有20多位警察，這樣的區隔，本來就
是出於歧視華人的心態，不單認為他們不潔，更認為華人是罪惡的淵藪。事實上，當時
在港來港的華人，並非一定是出賣勞力的低下階層，如轎夫、船家、苦力、幫工傭人及市
53	 當年有白人明言，白人的臉孔已是最有力的身份證明文件,	Norton-Kyshe,	HLCHK,	66.	
54	 E.J.	 Eitel,	 Europe	 in	 China,	 223;	 Winifred	 Wood,	 A	 Brief	 History	 of	 Hongkong	 (Hong	
Ko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40),	 53.	 葉靈鳳在他的《香港掌故》內說，政府憲報
Hongkong	Gazette（1844年11月1日）刊登了這公告的中文譯文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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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經營者等等，有一部分是攜帶了大量資金從中國大陸來港的華商。但無論是華商還
是普通平民百姓，可以說受盡殖民政府的歧視。香港知名華商何東女兒就在他的傳記
裡指出，即使她住在環境不錯的地方，也是受盡白眼；更不要說，一般被視為賤民的香
港普通市民了。華商成為英殖民慢慢籠絡的力量，成為新的社會階層，可以說是近19世
紀末的事情，要起碼到了1886年立法局（Legislative	Council）首名華人議員入局後才
有象徵式的改變。55因此，香港早期社會，在社會結構及制度而言，華洋居民其實是生
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裏。56在社會制度、階層、地位、種族、生活空間等，都出現了不可
踰越的巨大鴻溝；而這鴻溝，一定要有人來踰越。對殖民者而言，這個人，必須具有良好
溝通能力，懂說雙語，更重要的，是深得領導層信任的人。
本來，這樣的一個人選，一定非洋人甚至非英籍員工莫屬。不過，事實上，我們發
現當時的政府其實沒有太多選擇。英國籍翻譯人員的人數，本來就如鳳毛麟角，再加上
當時的香港總督身兼商務監督一職，他每次與中國交涉時，都需要譯者隨行出差；在政
府內本來就不敷應用的譯員情形就越發緊張，難以滿足整個社會及政府架構需要。只
要我們稍稍說明，便一目了然。
與高和爾同期內在政府工作的英籍譯員或懂華語的員工，就有費倫、A.K.	 Ingl is
及後來名重漢學界的威妥瑪。費倫於1845年1月升任為總登記官；可是，他無心在香港
長期工作，同年即申請放假回英國；政府待他不薄，請由A.K.	Ingl i s署理他的職位並
代任他的工作；可是，費倫於1846年便向政府提出請辭。而A.K.	 Ingl is就由文員獲提
拔到署理總登記官及1847年起擔任總登記官。不過，事實是，他也無心戀棧政府工作，
除常常申請放假外，亦於1849正式提出請辭，原因是他要到舊金山（California）淘金。
固然，外藉要員除了因個人志向不願在香港工作外，我們還要記得，當年剛“開埠”的
香港，無論是實質的生活條件，還是遠東給予的典型印象，對於西人而言，香港是一塊
惹人厭棄的地方。
另一位在香港工作時期不短又甚具資格的是威妥瑪。他於1843年7月27日加入香
港政府工作，來港之年已身為上尉。他當年雖負責翻譯工作，但是，在政府的文件所示，
他一直隸屬殖民政府總部（Headquarters），而且可以說是專心負責與外交及海軍上
涉及華語的事情。到了1848年4月8日，他更被調到港督身旁，成為港督的助理私人中文
55	 Linda	Pomerantz-Zhang,	Wu	Tingfang	(1842-1922):	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2).
56	 Henry	 Lethbridge,	 Hong	 Kong:	 Stability	 and	 Change	 (Hong	 Kong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特別是“Caste,	 Class	 and	 Race	 in	 Hong	 Kong	 before	 the	 Japanese	
Occupation,”163-67;	 以及“Condition	 of	 the	 European	 Working	 Class	 in	 Nineteenth	
Century	Hong	Kong,”189-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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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並於1855年7月6日由寶靈委任成為Superintendency	 of	 Trade的中文秘書。57
從殖民政府文件所示，在外交事務上，威妥瑪一直是英方最重任、最重用的翻譯人員，
除了委派他成為港督的近身秘書外，英國高層來港，如1857	 英國大臣Lord	 Elgin訪
港，政府便委派威妥瑪與Lord	 Elgin同住，方便安排一切官式活動；此外，威妥瑪後來被
派到上海出任領事，處理跟中國有關的外交事情。58政府內部中文秘書一職，在香港開
港之年，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及著名新教傳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都曾經擔任；可惜的是，前者上任不久，在1843年就因病逝世；後者
因一直進出香港及中國處理教會及眾多事務，因此，即使香港高薪聘請他，可以說他在
香港政府內的工作情形並不固定，也沒有重要建樹，而甚至，在香港政府內的文官任用
與政務編製表，也一直找不到郭士立的資料。59由此可見，政府需要半官方、拉雜式聘
用教會傳教士組成翻譯團隊，反映了翻譯人員一直不敷應用，政府無計可施下，只好採
用無辦法之中的辦法。
到了1847年，港英終於向現實妥協，在譯員不足的情形下，政府開始任用中國籍
譯員。原因是，1847年高和爾向政府請辭。高和爾正式任職殖民政府15年，官運詭譎
萬變，他曾經歷3升3降，其中2次自動請辭，1次被辭退。高和爾從殖民政府建立後，一
直同時擔當最高法院及裁判司的傳譯員，他的薪水年資合共725英鎊，英國政府審
計處（Audit	 Department）向港英政府批評，認為高和爾薪水過高。當時的總督戴維
斯已寫信給英國政府，希望讓高和爾能繼續同時擔當兩法院的要職，60原因是大法官
John	Walter	Hulme已明言，法庭已因找不到足夠及可靠的傳譯員，不能開庭審理案
件。但是，英國本土堅持，認為公務員工資有明確準則，不得做成先例，因而殖民政府
不得不把高和爾從裁判司署撤下。
因此，我們看到在文官編制表1847年度內，終於發現有華人名正言順擔當翻譯工
作，他名為T.K.	 Achik（唐亞植；1828-1897），同樣由Robert	 Morrison	 Society推荐入政
府。61唐亞植能當上譯員，緊接在香港發生罷市後，很可能是殖民政府不得不立刻作
57	 Norton-Kyshe,	HLCHK,	1855,	361.
58	 J.C.	Cooley,	T.F.	Wade	in	China:	Pioneer	in	Global	Diplomacy,	1842–1882	(Leiden:	Brill ,	
1981).
59	 由於在任用郭士立時有在憲報上刊登及公布消息，因此廣為人知。Endacott認為政府內部文件
找不到他的編制，是與他從1841年起當大英帝國欽差大臣總管商務大臣義律的譯員有關，因總
管商務大臣不屬於香港政府編制內，見Endacott,	 BKB,	 107;	 另可參考,	 Jessie	 Gregory	 Lutz,	
Opening	China:	Karl	F.	A.	Gützlaff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827-1852	(Grand	Rapids,	
Mich.:	William	B.	Eerdmans	Pub.	Co. ,	2008),	110-115.
60	 Gt.	Brit.	Colonial	Office,	1847,	(CO	129/23,	82-86).
61	 Gt.	Brit.	Colonial	Office,	Bluebooks,	(CO	133/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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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安民反應。唐亞植最先被安置在裁判司署（又名為巡理廳；Chief	 Magistrate’s	
Office）內工作，62年薪是125英鎊。然而，有華人擔任譯員，不一定代表政府相信華人，
並能委以重任，因為即使到了19世紀末，華人譯員與外國籍譯員，同工不同酬，被英籍、
葡萄牙籍上司欺壓的情形，還是不絕如耳。著名精英華人、香港第一位華人法官吳廷芳
（吳材）就是絕佳例子。當年他在香港著名英校聖保羅書院讀書（1856-1861），一邊攻
讀，一邊擔當法庭譯員（初時政府文件標明是student-interpreter），畢業後即在高等
審判廳擔任譯員，1869年改任香港審判司署譯員。他就曾記述，葡萄牙籍上司欺負華人
員工，港督也不淮華人員工放假。63這在在反映，殖民政府對譯員的要求，除了以工作
能力為考量外，種族是一種最重要的用人標籤，因為對殖民政府而言，這反映著他的忠
誠。事實上，唐亞植擔當上裁判司署傳譯後，政府內部文件所示，政府一直沒有信任他，
雖然認為他異常聰明，但是，多方懷疑他並不可靠。64
從這裡簡單歸納可見，早年的殖民政府，一方面對譯員求材若渴，但另一方面因譯
員的種族身份而自設有多重等級歧視，要找到理想的英國籍翻譯人員，溝通上下，可說
是難上加難。因此，我們可以相信，只要政府找到一位有能力，並願意在香港工作的譯
員，政府便大加任用；亦因此造成了像高和爾一樣的翻譯人員，轉眼成為管治者的親信，
也同時成為管治者的心腹大患。
高和爾的雙面工作
在上文，我們看過香港開埠早期政府任用譯員具體條件及情形。在這一節，我們會
專門處理，高和爾如何利用譯者賦予他的社會空間，配合他自己的職能，打通兩個隔絕
的世界，溝通上下，把上位者聲音傳到被管治者手中；同時造就了他隻手遮天，兩面安
撫、兩面討好，甚至可能是兩面欺瞞的情形。
香港“開埠”以來，司法部分及執法部門，一直受兩個問題嚴重困擾：前者為欠缺
法庭通譯；後者是受海盜肆虐困擾香港治安問題。這兩難題，不單困擾香港，也令英國
本土對如何管治香港甚覺困擾。首先，司法獨立、司法精神、司法制度完善，一直是英
國自忖建國良柱及治世良尺，從13世紀的大憲章（Magna	 Carta）開始，無論歷任什麼
皇朝及宗教信仰，英國都一直以此保障平民在君權、神權下的人身權利。英國在取得海
外殖民地後，把司法制度移植到世界各殖民者，目的是要保障英國人在海外的安全，更
62	 汪敬虞：《唐廷樞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頁2。
63	 Gt.	Brit.	Colonial	Office,	Bluebooks,	Hong	Kong,	1861,	158	(CO	133/18)；Linda	Pomerantz-
Zhang,	29-30.
64	 Norton-Kyshe,	HLCHK,	445,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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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要傳播他們認同的普世人權觀念。至於海盜困擾香港問題，就更不用明言，這
不單影響南中國海水域的安全問題；對英國而言，這直接影響英國遠航各地貿易商船
的貨物及資金安全。
自1847起，殖民政府在英國審計處的壓力下，高和爾從裁判司署撤下，由於他開
始在半山區興建房子，面對日益緊拙的財政狀態，便計劃經營海運生意，因而與一些
經營海運生意的人緊密聯絡。政府為了挽留他，安排他在警署擔任助理警司，另加工資
125英鎊。對高和爾來說，政府減薪一半留用他，對他經濟困擾其實並沒起什麼實質舒
緩作用。不過，從權力運用及社會空間而言，高和爾的力量及身份，開始橫跨政府內兩
個最主要的管治部門：一為司法部門，另一為執法部門。此外，擔任助理警司，亦即說
明，他開始混跡黑白兩道，打通合法與非法兩個社會的大門。正是這個原因，作為一個
能操流利廣東話的外國譯者，無論在法庭上，還是在警署內外，大大增加了他與廣大市
民（特別是低下階層）接觸的渠道與機會，他要了解社會，收取情報，亦不是其他高高
在上的英國政府官員可以做到的事。
在他籌備計劃經營海運生意過程中，認識了一位生意伙伴而後來變成莫逆的華人，
這華人名為黃墨洲（Wong	 Ma	 Chow）。根據政府文件，黃墨洲名義上是跨越兩地的粵
港商人，但專門經營走私生意及分銷海盜搶劫而來的贓物。高和爾當上助警司後，利
用黃墨洲作為線人，收取了大量海盜的情報，因而終在1849年聯同了英國海軍（Naval	
Expedition）、香港水警，大舉殲滅海盜。第三任港督般含（Samuel	George	Bonham，
任期由1848年至1854年）在1849年向英國報捷之時，大加強調這是高和爾的功勞，特
別是他以譯者的優勢，善於與本地人物溝通，並擁有大量本地知識（local	knowledge），
促成這次打擊罪惡的成功；並要求英國政府以獎金重酬高和爾。65事實上，高和爾更利
用本地知識，以及他的天賦溝通能力，加上本地華人給予他的線報，令他多次替香港偵
破罪案。
其中一次發生在1854年，當中涉及一宗華人殺害洋人謀財害命的案件。被害人來
自美國，名為George	Perkins。66	Perkins於1854年5月14日從美國Sandwich	Islands
來港，到港後，本由船家Chun	 Chuen	 Tai及他的妻子Chun	 Cheong	 She帶到澳門。但
George	Perkins一直沒有到澳門，在香港亦尋遍不獲，行李亦失蹤。警方拘捕了船家兩人，
後來證明兩人謀財害命，殺害Perkins後把他掉到海中。駐廣東的美國領事及美國洋
行Messrs .	 Williams,	 Anthon	 and	 Company負責人後來致函香港布政司（Colonial	
S e c r e t a r y），67高度表揚高和爾，若沒有高和爾精明能幹，能從船家套取大量資
65	 Gt.	Brit.	Colonial	Office,	1849,	(CO	129/30,	255-303).
66	 Norton	Kyshe,	HLCHK,	349.
67	 Gt.	Brit.	Colonial	Office,	1854	(CO	129/46,	304-307).
192
料，Perkins一定下落不明。這點已證明，並非只是法官、政府信任他已而，他是獲得中
西市民的信任。此後高和爾在政府內的官運更亨通，甚至每當總警司離港的時候，他便
擔任署理總警司一職。
高和爾在警署內，可以說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特別是他是總警司威廉堅多年的
朋友以及同夥幕僚。而他在法庭方面的工作，從來沒有因為任職警署工作而減輕。從
法庭紀錄可見，從1845年高和爾正式出任第一場審訊作傳譯人起，到他1875年離世前，
政府一直十分依賴作為專業傳譯人員的他，每當高和爾放假或請辭，法庭必遇到的困
窘難堪的境況，大法官例必強調找到合適譯員的重要性以及急切性。68譬如在1849年，
擔任檢察官（Crown	Prosecutor）的Mr.	Parker就曾在庭上明言：
民事案件方面，根本沒人擔任通譯。三個月以來，中國人因為找不到通
譯，無法審案。至於刑事，當然有高和爾作通譯，但他同時又是身兼警
司之職，因此他對於被告時常又是控方證人。他能舉出最近發生的一
宗案件，給原告作通譯的人，就是對方的主要證人。即使高和爾是一位
如何正直秉公辦理的人，他兩種身份任務本身就是衝突。69
檢察官指出高和爾身份重疊，立場不清，根本不可能協助審訊。這種因缺乏通譯人
材而令法庭癱瘓的事，一來因為香港當時是缺乏這方面的專材，另一方面就是上文所
示，法庭及政府是否確切信任其他譯員，特別是中國籍的譯員。在1850年12月16日的
刑事法庭上，審理一宗被告Chum	 Ayee傷人案件時，陪審團主席對法庭的傳譯內容感
到懷疑，提出反對。然而，陪審團主席不願意公開反對理由，因他認為牽連甚廣，雖然
法官堅持陪審團說出反對理由，但是陪審團卻堅持不公開宣布，最後法官下令撇清這
通譯員唐亞植的翻譯部分，是否有錯；這種舉動，無論背後原因何在，已大大影響司法
獨立精神，以及法官審案公正的信心。更重要的是，對華人譯員能力的懷疑及不信任，
已達到侮辱的階段。法庭在不信任華人譯員又任用他，只是因為，1850年正正就是高和
爾在香港工作7年後，因健康理由向政府申請回新加坡休假的時候。70
高和爾休假回港後，又向政府要求增加薪水；特別是，他指身為法庭傳譯、助警
司、署理警司等要職於一身，比起他1843年加入政府工作時，薪水還要低。總警司當
68	 法庭大法官每當高和爾不在香港、缺席法庭、請辭時，都會感慨傳譯人材的凋零。Norton -
Kyshe,	HLCHK,	293;	327;	361.
69	 Norton-Kyshe,	HLCHK,	223.
70	 Gt.	Brit.	Colonial	Office,	1850	(CO	129/34,	198-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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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大力支持他，並明言他是一位有熱誠幹勁，忠誠的公職人員；71而港督般含也表明
支持；72但是，英國認為他不懂得書寫中文，未能幫忙書面翻譯，因此拒絕他加薪要求。
第四任港督執政時的1855年7月1日正式呈辭，當時的報紙，開始戲謔政府，指政府管
治香港過程中，沒有高和爾一天不成，這其實是直接諷刺政府及港督無能，未能有效治
港。因此，高和爾辭呈後兩天，政府便於7月3日出人意表地接納了他的要求，在憲報刊
登了高和爾辭職的事情，並於1855年8月1日安排了繼任人Alexander	 Grand-Pre當法
庭的傳譯員。可惜的是，這位繼任人，的確不能代替高和爾，因為不久在一宗民事審訊
中，因為缺乏適當的傳譯，法官認為不能繼續審訊。而聆訊的人，就是後來成為高和爾
的宿敵Anstey。1856年2月1日，剛到香港履任的Anstey要審理一宗毀約的審訊中，為了
要了解原告的偽證，他用在了解傳譯員說明中文的部分，比在審理整個案件的時間還
要多。而剛巧於當日，辭職不幹的高和爾因在庭上旁聽審訊，居然被法官請到庭前當臨
時傳譯員，整個案件才可以順利完成。73然後又在1856年4月，因陪審團對通譯不滿意，
涉及華人的一宗案件又需要終止。大法官看到這情形，便當場向陪審團指出，這樣下去，
將無法審訊，同時向政府要求重新聘用高和爾。終於到了1856年11月15日，政府為了找
到一個能重用高和爾，並提高他薪水的方法，就是同時任命他為總登記官（撫華道）、
政府總譯官，並委任他為太平紳士。於是，高和爾以一位譯者的身份，走進殖民政府管
治階層的核心，並在1856年11月28日宣誓，就職上任以上三個職位。
當時的總督寶靈願意任用高和爾作總登記官，並同時首創撫華道一職（後於1913
年改為華民政務司），是由於他來港上任之前，已察覺到大多數官員無法與本地普羅市
民溝通，造成施政行政癱瘓；寶靈原是英國國會議員，於1849年到廣東出任英國領使。
他看到高和爾受華洋兩方的信賴，一來是欣賞他的處事能力，另一點就是賞識他與本
地市民溝通的能力。高和爾上任撫華道一職後，政府公告（The	Government	Gazette）1856
年12月4日表示，如有任何華人市民，不能理解香港法律條文，或者認為他們在任何案
件中有申訴的地方而無處求助，都可以寫信約見撫華道——高和爾，或直接到他位於
警察局旁（中環的高街）的辦事處。74從這裡看到，政府的確有心增加管治者及被管治
者溝通的渠道；而這個管道，在時代限制下，卻只有高和爾一人能接通。
寶靈這個措施用意良好，特別是香港早年所有政府文告公告、民間的報紙，都是
英語，平民百姓要明白政府施政及文告的內容，本來就是十分艱鉅；加上平民百姓受教
育機會甚低，更不要說接觸英語的機會；而外籍官員根本不懂華文，華人要理解政府施
71	 Gt.	Brit.	Colonial	Office,	1855	(CO	129/49,	64-83).
72	 Gt.	Brit.	Colonial	Office,	1855	(CO	129/53,	435-436).
73	 Norton-Kyshe,	HLCHK,	371.
74	 The	Government	Gazette,	1856.12.4；Norton-Kyshe,	HLCHK,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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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官員要理解市民的需要，可以說是難之又難。寶靈多次寫信回英國國會指出問題，
因為政府其實也不願意因為缺乏譯者而癱瘓整個行政程序及管治制度。因此，當香港
市民及輿論界看著政府如何被一個區區的譯者牽制的時候，殖民政府與英國國務大臣
就已著手計劃及討論如何可以長遠改善管治者與市民間的鴻溝。終於，1855年7月2日，
殖民地部大臣Lord	 John	Russel l向英國及殖民政府發出了一封信，指在將來香港殖
民政府架構內，能說中文的外國籍公務員，將有助升遷加薪，這直接促成香港政府後來
培訓專業翻譯人員的決心，以及開創了翻譯專業化的里程碑。
寶靈任用高和爾為總登記官，本來用意良好，而就當時政府內部人材而言，要改
善與華人溝通的情形，寶靈也沒有很多選擇；高和爾的例子至今說明，當時的殖民政
府，只要譯員有足夠能力應付工作上的要求，政府所提供的升遷機會絕對不少，特別是
對英籍譯員，可以說是重用有嘉。但是，寶靈此舉的隱憂，已非常明顯，即是高和爾擔
當總登記官兼撫華道後，工作量有增無減之餘，各種角色重疊，利益與矛盾帶來的衝
突，處身在兩個世界的人物都有心無力，無法干涉、調停以及解決。而對於法律界人士
而言，更恐怕當時權傾天下、中外的高和爾，帶來更多傾軋權力的機會。為香港早期
法庭史留下了詳細記錄的Norton-Kyshe法官，看到政府過份倚重高和爾一人，而看不
到隱憂及即將會帶來後患無窮的問題時，引不住明言：“賦予巨大的權力給高和爾，轉
眼我們即將可以看到，權力將幻化成他的私利”。75到了1857年，首席檢察官Anstey終
於發難，指控殖民政府權責不清。並以切身在香港的感受，指出管治者與被管治者分為
兩端，只由譯者一人獨能溝通兩界的不合理情形。只是，改善體制的代價，是玉石俱焚，
所有重要官員都受牽連，港督被撤換，疑犯在太多輿論前設的審訊下，得不到公平的審
訊。而這困擾香港開埠期的大事結束後，政府終於立出多項新措施與方案，改善翻譯與
殖民管治帶來的問題。※
75	 				Norton-Kyshe,	HLCHK,	410.
